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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言商:
民國北京政府對服制用料的討論與抉擇*

李　 浩

[提　 要] 　 辛亥鼎革,改易服制為大勢所趨,而服制用料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1912 年 5 月,國務

院法制局在保守利權、符合世界大同及社會習慣的思想指導下,規定西式禮服用呢用縀均可聽便,

中式禮服用本國材料。 中華國貨維持會、上海總商會等團體認為選用外國材料,會導致本國織業破

產、工人失業、銀錢外流,紛紛致電總統府、國務院、參議院、法制局,要求新服制全部使用國貨,因此

法制局將草案改為西式禮服用本國絲織品和毛織品。 參議院多數議員認為中國織呢業尚不發達,

本國毛織品無法滿足服制用料的需求,議決刪除毛織品。 梳理民國北京政府對服制用料的討論與

抉擇,可以觀察到漸進式改革中地域、觀念、市場、技術等因素的糾結影響,理解制度興革的困境及

其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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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商關係是近代中國研究領域的一個熱點話題,衍生出“在商言商”、“在商言政”等敘述視角,
闡釋商人與政治之間的關係。 在既有的敘述框架下,“商”往往處於主體地位,將“政”置於虛化或

被動角色,以研究政治活動中的“商”,這種研究取向在提升“商”地位的同時,不免忽視了“政”的
主觀能動性,以及政商互動如何影響國家政策導向。

辛亥鼎革,改易服制為大勢所趨,因此作為大宗貿易的服制用料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與之最

直接相關的民國北京政府與商人,彼此之間對服制用料的認識與互動,關係到材料的最終抉擇。 對

於民國北京政府服制用料的討論與選擇,學界已有一定的研究。①不過,揆諸史實,還有以下三點有

待深究:一是民國北京政府對服制用料的態度;二是民國北京政府與中華國貨維持會等團體的互動

情況;三是參議院議員對服制用料的爭議。 尤其是民國北京政府在服制草案中對於用料主張的前

後變化,不同地區議員的態度差異,以往研究鮮有涉及。 有鑑於此,本文結合前人研究,主要圍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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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三方面內容,細緻梳理服制草案的起草、修訂、議決過程,探討服制用料的調整演變,力圖反映

“商”的活動對法律制定的實際影響,透視不同地區話語權如何影響國家法律制定。

一、無法適應易服的國貨

布料是大宗商品,是服飾的基礎原材料,供需量大,與國家利權、實業振興、民眾生計息息相關,
成為政府、商人與外國競爭的重要場域。

近代中國遭遇大變局,有識之士從器物、制度、思想等層面探索救國方案,改易服制成為重要的

切入點,並且在海內外各派力量共同推動下,剪辮易服輿論呈現勃興之勢。②1910 年 12 月 15 日,資
政院討論議員羅傑提出的剪辮易服案。 議員牟琳指出,“常服寬綽適體,可以不必變更;惟禮服寒

燠迭更,年換十數襲,然後完備,且大褂長袍妨礙動作,殊屬不便,所以中國的禮服亦不能不有變

更”。③在國家積貧積弱之際,易服與國家富強、精神振作聯繫在一起,並且在歐風美雨的影響下,改
易西式服裝是文明開化、融入世界的重要表現。

看似大勢所趨的易服,實際上面臨巨大挑戰。 鴉片戰爭以後,洋布洋紗不斷輸入中國,因其

“貨美價廉,群相購用,遂被侵灌內地”,“土布之利,遂盡為所奪矣”。④所以,易服之後選擇何種材

料,不僅關係到國家利權,還與商民生計息息相關。 羅傑建議新禮服用本國材料,同時擴充國內工

廠,發展本國工業,國內生產商依靠便宜的原材料,龐大的國內外市場,“不但不慮致窮,還可因之

致富”。⑤羅傑的主張未打消商民的疑慮,也難以改變國內織布市場被洋布擠壓的事實。 京師商務

總會特上一稟帖給農工商部,“力陳商業危迫,懇予維護”,為安撫商民,清廷頒布諭旨,強調“國家

制服,等秩分明。 習用已久,從未輕易更張”。⑥

辛亥鼎革,社會動盪,使得本已生存困難的國內織業進一步衰弱,如杭州在“大局變更後,紛紛

停機,絲斤之銷路無多”。⑦基於國民爭購呢絨,崇尚西式服裝,致使外貨暢銷,國內織業凋敝,利權

外溢,中華國貨維持會電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易服之後使用國貨。⑧

孫中山在復函中華國貨維持會時,首先讚賞該會長期關注國計民生,同意西式服裝進入中國後

致使內貨阻滯的事實,表示“政府新立,庶政待興,益以戎馬倥傯,日夕皇皇,力實未能兼顧及此”,
希望國貨維持會詳加說明未來服制“究應如何創作,抑或博採西制,加以改良”,以備政府採擇。 此

外,孫中山提出服制制定應注意“適於衛生,便於動作,宜於經濟,壯於觀瞻。 同時,又須絲業、衣業

各界力求改良,庶衣料仍不出國內產品”。 為使禮服符合國體,孫中山向國貨維持會推薦對服制頗

有研究的陳少白、熟悉西式服裝製作的黃龍生為顧問。⑨

由於南京臨時政府存在時間較短,且主要精力用於籌建臨時政府,無暇制定常服禮服法案。 臨

時政府北遷,大總統府秘書廳交國務院擬訂公服便服制度,稱“前以民國初定日不暇給,公服便服

各項制度迄未釐定,現在統一事業漸已就緒,應由國務總理交法制局博考中外服制,審擇本國材料,
並參酌人民習慣和社會情形,從速擬訂民國公服便服制度,繪圖具說,俟經國務會議同意後,呈由本

大總統分別辦理”。⑩輿論將總統府的飭令概括為“保守利權、符合世界大同及社會習慣”。􀃊􀁉􀁓

鑑於本國材料暫時無法製作西式服裝,總統府僅要求法制局審擇本國材料,沒有完全排除外

貨,遭到商人團體的反對。 上海總商會致電總統府、國務院、參議院,認為服制用料關係國計民生,
呈請全用國貨。􀃊􀁉􀁔中華國貨維持會亦稱新服制如果未指明用本國材料,有可能使商民競購外貨,“本
國數千萬之織工因之失業,數萬億之國貨因而停滯,以極貧極困之中國倘再遭此極大損失,民不聊

生,國將安立”,呼籲政府“務用國貨,不使外貨暢銷,利源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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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華國貨維持會的呈請,國務院沒有明確答復,指出服制案已由法制局起草,俟擬定後自

當公佈。􀃊􀁉􀁖與此同時,國務總理為充分吸收各方意見,加快服制案的制定,致函各部總長,“各就意見

所及,詳擬說貼,於一星期內函交本院法制局,以便妥為斟酌規定新制”。􀃊􀁉􀁗國務院僅在政府內部徵

求意見,是希望由政府決定服制式樣與用料,對中華國貨維持會等商人團體的呈請不置可否。
據《太平洋報》報道,法制局擬定的禮服分為三種,一種為大禮服,採用西洋燕尾服形式,大慶

典、祀典、聘問等場合用之;一種為常禮服,採用西洋大衫形式,尋常宴請、聘問場合用之;一種為華

式禮服,沿用舊日長袍馬褂。􀃊􀁉􀁘用料上,西式禮服用呢用縀均可聽便,中式長袍、長袖小褂均用黑色

素縀或素寧綢,女用大褂長裙必須用黑縀或寧綢。􀃊􀁉􀁙

近代中國被迫捲入世界市場,在歐風美雨的作用下,國民的審美、生活習慣發生改變,國人服裝

西化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國人穿著趨向西化,然長袍馬褂仍普遍存在,因此法制局規

定禮服分為西式與中式,使服制既融入世界,又適應本國國情,未強制扭轉國民穿著習慣,契合總統

府提出的世界大同與社會習慣原則。 然中西結合的禮服制度,在用料方面出現爭議。 法制局圍繞

保守利權的原則,規定中式禮服、女用大褂長裙必須用本國材料,未明確西式禮服的用料,這與中華

國貨維持會、上海總商會等團體的預期不符,引發不滿。

二、服制用料的調整

中華國貨維持會得知服制草案在布料的選擇上沒有規定全部選用國貨,立即致電國務院法制

局,詳陳採用國貨之利,選用外貨之弊,稱海通大開之後,外國貨物進入中國,導致銀錢大量外流,國
家、商民損失慘重。 民國成立,財政以借外債為主,“致受外人種種要挾,國幾不國矣”,在此時局艱

危之際,需求量極大的西裝如果採用外國材料,“勢必中國織品馴至無人過問”,“將來織工曠業而

遊手日多,土貨滯銷,而金融日竭,對內則喧賓奪主,自無餘地可立錐,對外則叢爵淵魚,如助列強之

商戰”,希望法制局明確規定用本國材料,“使織業有所率從,萬勿渾含不言,致成空穴來風之弊”。􀃊􀁉􀁛

對於中華國貨維持會主張的採用國貨之利,法制局在復電中表示贊成,認為布料是大宗商品,
與國家利權、實業振興、民眾生計息息相關,服制草案中規定中式禮服採用國貨,便是“對內挽一分

利權,即對外少一份漏巵”之意,同時該局指出“我國呢業尚未發達,亟應極力振興,貴會關心實業,
更須注重此點,以提倡而擴充焉”。􀃊􀁊􀁒

呢為毛織物,是製作西式禮服的關鍵材料,大致有平厚呢、絨毛大衣呢、春秋大衣呢、制服呢、軍
呢、細呢。􀃊􀁊􀁓開埠以後,國民對呢制衣服的喜愛與日俱增,“當時所謂羽絨、卡拉、哆囉呢等物,每年進

口之數極為可觀”。􀃊􀁊􀁔我國的毛紡織業起步晚、技術落後,在外國織呢業的衝擊下,市場佔有率低,而
且在織呢業的產業鏈中,我國提供的是原材料,進口的是加工後的面料。 為了與外商爭奪市場,晚
清興建了一些織呢廠,“藉以挽回生貨出口之利權”,“抵制熟貨入口,以免利權外溢”。􀃊􀁊􀁕較為典型

的是甘肅織呢局與上海日輝織呢公司。
不幸的是,中國織呢廠大多以失敗告終,未能真正起到挽回利權的作用。 其共性有二:一是技

術受限,成本過高。 中國設立織呢廠,雖然可以就地取材,降低原料成本,但從機器設備到技術工

人,需從外國引進,耗費巨大,增加了產品的生產成本,無法與技術成熟、價格低廉的洋呢競爭。 二

是政府扶持力度不夠。 織呢廠的設立,是在商戰的背景下進行的,但清政府對本國企業未採取相應

的扶持政策,反而徵收比進口貨高一倍的子口稅。􀃊􀁊􀁖另一方面,政府未提倡使用華呢。 華呢生產出

來後,質量不如洋呢,且屬於自產自銷,對於剛剛起步的織呢廠而言,可謂舉步維艱。 日輝織呢廠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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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鄭孝胥不得不利用私人關係,請安徽、江西的軍隊及學堂使用華呢。􀃊􀁊􀁗

甘肅織呢局與日輝織呢廠的技術有限,生產的華呢難以做到精美、細膩,導致銷路不暢,難以為

繼,為市場所淘汰,分別於 1883 年、1910 年停辦。 進入民國,華呢的生產並無明顯改觀,無法滿足

製作西式禮服的需要,所以國務院法制局在服制草案中未明確規定西式禮服用國貨。
法制局雖然僅規定中式禮服用國貨,但在振興實業、保守利權方面與中華國貨維持會相同,惟

手法稍有差異。 中華國貨維持會希望服制草案明確規定全部使用本國材料,藉此促進國貨消費,推
動中國織業的發展。 法制局則認為,由政府制定法律保護本國織業,只能在一段時間內有效,振興

實業、保守利權最重要、最有效的措施是織業自身的競爭力,建議中華國貨維持會等團體在關注禮

服用料的同時,注意振興本國呢業,提高華呢的質量。
對於中國絲織業而言,發展華呢短期內難以實現,無法解決利權外溢的現狀。 為了說服法制局

放棄呢料,全用本國材料,中華國貨維持會再次致電法制局,從國內外的織呢情況闡述使用國貨的

理由。 國內方面,中國織呢廠開辦後,由於技術、資金等問題,工期長,見效慢,無法迅速生產出西式

服裝所需的華呢;國外方面,日本織呢廠已經營四十餘年,工藝較為精湛,但也只能生產粗呢,無法

製造出禮服所需的細呢。 反觀我國絲織品做工精良,暢銷海內外,如果不全用我國生產之物以保障

利權,反而為外人擴張商務,“不特自蹙其生計,且恐貽笑於列邦”,建議法制局先用絲綢,以杜絕利

源外溢,同時號召富商多設織呢廠,待華呢的產出足以與西呢抗衡,再逐漸改良,抵制外貨。􀃊􀁊􀁘

為了進一步說服法制局、國務院、總統府、參議院放棄洋呢,中華國貨維持會公舉呂葆元赴京陳

情,同時與蘇州工業總會向法制局、工商部等機構呈送新出絲織品標本。 法制局收到蘇杭新出織品

標本後,稱讚各織業家在民國服制制定之際,“能匠心獨運,爭出其技以角勝”,呈送的標本“種類繁

富,適於將來新服制之用者不鮮”,“倘能互相研究,日事改良,則我國服料當不讓他人一籌,嗣後遇

有續出新樣,仍希郵送本局以備參考”。􀃊􀁊􀁙在復蘇州工業總會呈文華廠新出絲呢小樣函時,法制局認

為“品質尚堅良可用,惟所呈小樣中藍色一種嫌太光豔,似非改良服制所宜,其他若再加以研究,更
謀進步,以期為將來新服制之用,則絲呢一項當亦塞我國漏巵不少”。􀃊􀁊􀁚

蘇州織業家根據新式禮服的用料需求,改良中國絲綢,製作絲呢,但其顏色、質料與禮服的要求

不符,且絲呢尚未實現量產,為法制局所拒絕。 對於中華國貨維持會呈請放棄呢料,選用絲綢作為

禮服用料,法制局也沒有正面答復,而是一方面稱讚蘇杭織品可作為新式服制之用,另一方面再次

強調“呢業一項,將來服制用途甚廣,尚須力爭進步,方不至利權外溢”。􀃊􀁊􀁛

參議院部分議員與法制局持相同看法,認為呢業是中國織業的短板,無法滿足西式禮服的需

要,不得不嚴重依賴於外人,致使利源外溢。 為此,議員田駿豐、鄭萬瞻依參議院議事規則,諮請政

府速定服制服色振興呢業案,孫孝宗、李國珍、曾有瀾、張伯烈、郭同等十一名議員署名贊成。 諮文

稱民國成立已半年,服制服色尚未規定,以致國民在自由選擇用料時棄中用外,洋帽、洋服進口亦耗

費巨大,建議政府速定服制服色,交參議院議決。 議員指出,冬服用呢料毫無疑義,而呢以羊毛為原

料,我國的羊毛種類在世界居中等,建議“工商部添設呢廠,並於舊有呢廠補助資本,設法擴充”,農
林部改良羊種,以及飼養剪毛等事,“在西北擇地籌辦模範牧場,以為國民嚮導”。􀃊􀁋􀁒

6 月 5 日,參議院審查議員諮請政府速定服制服色振興呢業案,審查委員認為此案的理由是商

會陳請及提議案,希望在新服制中維持國貨,“服制早一日定出,則國貨損失之利權亦可早挽回一

日”,建議將此案改為諮催,多數議員同意將速定服制案作為諮催案,振興呢業作為建議案。􀃊􀁋􀁓

在中華國貨維持會、上海總商會、參議院等的影響下,國務院一改之前的態度,充分吸收商人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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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與參議院的意見,贊成服制草案注重國貨。􀃊􀁋􀁔法制局據此修訂服制草案中關於用料的條文,將大

禮服用呢用縀均可聽便,改為料用本國絲織品和毛織品。􀃊􀁋􀁕

三、易服不易料

7 月 9 日,參議院討論大總統諮交的服制草案,首先由政府委員闡述服制草案的擬訂理由,指
出政府制定新服制的原則是以西式服裝為標準,使民國服制整齊劃一,但考慮到社會秩序尚未完全

恢復,國民經濟不夠發達,為體恤國民,規定西式禮服與中式長袍馬褂均可適用於民國,以免突然更

換禮服給國民帶來不必要的經濟負擔。 用料方面,以中國絲織為主,毛織品為輔。􀃊􀁋􀁖

政府委員闡述的理由主要圍繞保守利權、世界大同、社會習慣展開,議員據此提出質問。 議員

田駿豐、谷鐘秀認為,服制式樣涵括長袍馬褂、西式禮服,與世界大同不符。 政府委員答稱,新服制

採用中西結合的另外兩種理由是:一是服制草案中的西洋是指中國以外的國家,“而各國亦自有不

同之處,不能全列其式,政府此次新定之樣式,亦正採取西洋服式之意”;二是如果全部採用西式禮

服,“中國材料改西裝服式甚難”。􀃊􀁋􀁗

世界大同原則要求新服制採用西式,然國內呢的質量和數量均無法滿足西式禮服的需要,不得

不使用洋呢,這與保守利權相衝突。 如果全部使用舊式長袍馬褂作為禮服,又與民國新氣象、世界

大同相扞格。 因此,法制局結合國民習慣與織業實情,規定禮服款式上中西結合,用料則注重國貨,
以絲織品為主,毛織品輔之,將總統府提出的三個原則融入服制草案之中。

8 月 1 日,參議院繼續討論服制案。 服制用料是否保留毛織品,成為議員討論的重點,大體有

四種說法:
一是張華瀾、秦瑞階主張將毛織品改為棉織品,理由是中國織呢業非常落後,產量無法供全國

人民使用。 受歐美影響,人人喜用毛織品,草案雖規定服制用料包括絲織品與毛織品,其結果必使

人人全用毛織品,而不用絲織品,於國民經濟非常危險。 我國絲織品雖發達,而絲綢價格較貴,禮服

又是必需品,普通人均需製作,如果加入棉織品,使經濟稍微困難之人也可以製作禮服。􀃊􀁋􀁘

二是刪除毛織品,贊成此說者為汪榮寶、陳時夏、李榘、席聘臣、彭允彝、劉興甲、谷鐘秀、籍忠

寅、楊永泰等人。 理由為中國織呢事業極不發達,近年雖有設立製呢廠,但仍處於萌芽之中,無法滿

足國民需求。 況且南方絲綢業自革命之後,虧損嚴重,現在正急盼服制法規定僅用絲織品一種,使
商業稍可維持,而生計上不致生巨大危險。 如果公然規定可選用毛織品,人民必然喜用毛織品製作

的西洋服式而置絲織品不顧。􀃊􀁋􀁙

三是保留毛織品,李素、梁孝肅持此觀點。 理由為中國是羊毛出產之地,將來希望織呢事業發

達,可使全國人民用自織的毛織品,如果不思提倡而僅考慮遏止,不僅外國毛織品無法遏止住,而且

中國的毛織品亦難以發展起來。􀃊􀁋􀁚

四是保留毛織品,加入棉織品或布,贊成者為王家襄和劉彥。 理由是毛織品為世界各國通行之

物,我國服制既取大同主義,豈有刪除之理,而且普通人民財力有限,或難以購買絲織品、毛織品,加
入布料,與民方便。􀃊􀁋􀁛

經過討論,多數議員贊成大禮服用料全部採用本國絲織品,刪除毛織品。 由於常服與大禮服不

同,側重保守利權,不用過多考慮世界大同,因此議員在討論常服時,沿用大禮服的思路,贊成刪除

毛織品,規定常服用料為本國絲織品、棉織品或麻織品。
為了振興本國織呢業,汪榮寶認為,“規定絲織品,全為保持綢緞商業起見,用意甚為美滿,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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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織品不過中國尚未發達,不能說無毛織品,現在為綢緞商業上著想,固為計甚得,而於毛織品上不

另想一法子,使毛織品不能發達,亦不免失之偏枯,故禮服上以絲織品為主體,而毛織品亦不能禁

止,且第三條已議決用絲織品不能修正,故在附則上加入一條以為救濟,文云關於大禮服及常禮服

之用料,本國有相當之毛織品時得適用之”。􀃊􀁌􀁒此議得到多數議員的同意。
1912 年 10 月 3 日,臨時大總統袁世凱頒布參議院議決的《服制》,規定男子大禮服用本國絲織

品;男子常禮服料用本國絲織品、棉織品或麻織品;男子大禮帽料用本國絲織品;男子常禮帽料用本

國絲織品或毛織品。􀃊􀁌􀁓

參議院多數議員在商人團體和保守利權思想的影響下,認為如果在法案中規定可選用毛織品,
會形成示範效應,促使本來喜用洋貨的國民更加傾向於用毛織品,放棄本國的絲織品,加劇絲綢業

的生存壓力,因此直接刪除毛織品,似有掩耳盜鈴之嫌,無法改變西式禮服必須用毛織品的現實,以
及此時的中國不具備生產細呢的能力。

民元《服制》刪除毛織品,不用洋貨,利好絲綿業,卻有損畜牧之利。 清末鄭孝胥等人在上海設

立日輝織呢公司時指出,中國北部省份如甘肅、寧夏、張家口、歸化城等地素產羊毛,為當地貿易大

宗。􀃊􀁌􀁔進入民國,在尚無先進技術生產華呢的情況下,抵制毛織品,直接影響羊毛等原料的貿易。
議員中反對刪除毛織品的曾有翼為奉天承德人、李素為山西人,主張刪除毛織品的汪榮寶為江

蘇人、陳時夏為浙江人、彭允彝為湖南人、楊永泰為廣東人,主張加入棉織品的劉彥為湖南人、秦瑞

階為江蘇人、張華瀾為雲南人、王家襄為浙江人,有較為明顯的地域特色。 《時報》敏銳的察覺到,
“西北部之議員主張採用西式,因採用西式,則西北部羊毛一業可以藉此振興。 而中部及南方之議

員則力作抗議,蓋恐絲棉兩業因此受損”。􀃊􀁌􀁕

與之相對應,中華國貨維持會、上海總商會等團體主張服制法規定全用國貨,以保守利權,杜絕

漏巵,更多的是保守絲綿綢利權,維持絲綿綢業的生計。 參議院庶政委員會委員曾有翼指出,“凡
服制均定用絲織品及本國之毛織品,審查會研究以來,亦以為然,且各地國貨維持會又復函電紛來,
以相警告,故其料仍用國貨”。􀃊􀁌􀁖“警告”一詞的含義是用外貨之弊。 由此可見,西北部羊毛的生產者

及其貿易,不管是在輿論場域還是在政府場域,均處於低音狀態,為絲棉綢業所掩蓋。

結　 語

民國北京政府對於服制用料的選擇經歷一波三折,國務院法制局在服制草案初稿中規定西式

禮服用呢用縀均可聽便,在中華國貨維持會、參議院等影響下,法制局改為用本國絲織品和毛織品,
參議院多數議員認為中國織呢業尚不發達,法案出現毛織品反而會促使國人爭相競購西貨,決定刪

除毛織品。
不管上海總商會、中華國貨維持會、蘇州工業總會等團體是為保守國家利權,還是維持絲綢業

本身的利益,其屢次致電法制局、國務院、總統府、參議院,希望服制法案明確規定全部使用國貨,是
高姿態主動參與政治,影響國家法律制定的行為,希望藉助政府力量,排斥外國毛織品,重構新的市

場秩序,扭轉國民消費習慣。 從這一點而言,各商人團體的行為既是在商言商,也是在商言政。
民國北京政府的言商,規定大禮服用本國絲織品,有利於保守絲綢業的利權,防止利權外溢,維

持從事絲綿業者的生計,保護國家重要的財稅來源地。 但是,從政策制定角度言之,北京政府刪除

毛織品,推廣絲織品,對西北地區有可能變成言“傷”。 自晚清以來,隨著中西貿易的不斷深化和擴

大,皮毛貿易逐漸成為整個西北商業和金融運行的“發動機”。􀃊􀁌􀁗服制法刪除毛織品,無疑會傷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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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的皮毛貿易。
從市場角度而言,民國北京政府以世界大同為原則,推廣西式禮服,促使國內大量進口西服面

料。 據《中國舊海關史料》統計,1912 年至 1914 年,中國進口西裝面輔料的數量和價值均處於高

位,1912 年為 3,021.06 萬元,1913 年的進口量則是民國前十年的最高值,進口總價值達到 3,672.13

萬元。􀃊􀁌􀁘說明服制用料的政策導向未能阻擋市場選擇,民初的服制改革發展成為易服易料。
1913 年伍廷芳陳請增定大禮服時坦承,“查服制頒布以來,吾國官商各界所用之大禮服及甲種

禮服,非不依【式】倣造,而實行採用絲織品者卒鮮,此又趨勢使然,無可為諱者也”。􀃊􀁌􀁙鑑於此,1929
年 4 月 16 日南京國民政府頒布《服制條例》時,中華國貨維持會等團體致電政府,希望厲行《服制

條例》,切勿情同虛設,“限令各省長官概穿絲織品元褂藍袍為禮服”,“絕對厲禁採用非國貨衣著原

料,違則懲處”。􀃊􀁌􀁚

西式服裝面料需求旺盛,帶動了中國原材料的出口。 據統計,從 1912 年至 1928 年,中國毛類

出口數量及價值總體呈平穩增長的態勢,數量從 1912 年的 312,576 擔上升至 1928 年的 552,170

擔,價值從 1912 年的 6,863,840 兩上升至 1928 年的 21,466,733 兩。􀃊􀁌􀁛對比進出口的價值,呈現出典

型的“剪刀差”,僅西裝面輔料一項在 1912 年的價值就高達 3,021.06 萬元,是毛類出口額的 4.4 倍。
因此,不管是在政言商,還是在商言商、在商言政,除了保護重要地區、重要領域、重要群體的利益,
還應通過政府制定政策扶持,商人奮發有為,補齊織呢業的短板,增強華呢的競爭力,用華呢替代西

呢,才能真正做到保守利權,防止利源外溢。 正如國務院法制局在復電湖南商務總會時強調,“各
織業力圖改良,務期品質堅美,適合於將來新定服制,庶人皆樂用,不必言抵制外貨而國貨自銷行

矣”。􀃊􀁍􀁒

①楊奎松結合服制法令,探討 20 世紀以來國人著裝

“西化”的成因與經過,注意到近代中國織呢業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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